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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鄱阳湖是连接长江的吞吐型湖泊，洪泛特征明显，湖泊水位和淹没面积的季节变

化和空间差异悬殊，表现出高度的非线性特征。基于 2000～2018 年鄱阳湖区多源遥感数据和实

测湖泊水位数据，采用 ESTARFM(Enhanced Spatial and Temporal Adaptire Reflectance Fusion

Model)融合模型重构高时空分辨率淹水数据的方法，研究分析了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形成

机制与演变规律。结果表明: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存在逆时针和顺时

针两种迟滞形式，其形成机制主要归因于湖泊上、下游表现出的河、湖相洪泛特征以及汇、排水

过程的差异;鄱阳湖洪泛区广泛存在的碟形湖对增大鄱阳湖区上游站点迟滞度，减小下游迟滞度

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受区域气候变化、湖区采砂活动以及三峡工程建成运行等造成的湖泊本

身泄流能力和流域来水变化的影响，鄱阳湖区不同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

三峡工程多阶段实验性蓄水前后，以湖口、星子和都昌站为代表的北部湖区水位－面积关系迟滞

度在 2000～2003、2004～2009 和 2010～2018 年分别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而棠荫和康山

站为代表的南部湖区则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通江湖泊洪泛系统水文复

杂性的认识、促进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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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湖泊的洪泛区与入湖河流及湖泊水体之间存在激烈的相互作用过程并引起水文、沉积物和养分的

交换，为湿地植被的生长和水生动物的栖息提供了独特的自然环境。洪泛区和入湖河流之间的水交换机制

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导致湖泊水位、淹没面积、以及湖泊－洪泛区水流交换之间呈现高度的非线性关系
［1］
。

这种水文非线性特征，也即水文迟滞现象，是湖泊水文特征的重要表征之一，对正确认识和理解湖泊水动

力过程、评估生态水文状况至关重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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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连接长江的吞吐型湖泊，在涵养水源、调蓄长江洪水、调节气候、

降解污染物、提供生物栖息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服务功能。鄱阳湖年内水位及淹没范围动态变

化大，呈现出典型的洪泛特性，其水域面积在丰水期可达到 4000km2，在枯水期常萎缩到不足 1000km
2
。“洪

水一片，枯水一线”、“高水是湖，低水成河”是对此独特景观的生动写照。显著的水位波动形成了鄱阳湖

区约 3000km
2
独特的具有洪泛性质的季节性洲滩湿地生态系统，成为各种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优良场所和众多

越冬候鸟的中转站
［3］
。典型的洪泛特征，也导致鄱阳湖水位与淹没动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即湖泊在涨、退、

丰、枯各个时期的水位－面积关系显著不同，基于单个站点的简单的水位－面积统计关系模型很难准确刻

画鄱阳湖区的水体淹没动态。

准确描述湖泊水位与淹没面积之间的关系对流域管理至关重要。然而，有关洪泛区水文迟滞现象的研

究较少，特别是具有季节性洪泛特性的大型湖泊的水文迟滞研究十分有限
［4］

。此类湖泊往往水文水动力过

程复杂，特别是湖泊水位季节波动显著且在短时间内变化大，导致洪泛区淹没范围和水量变化很难实时监

测。前人研究中，Zhang 和 Werner
［4］

通过 MIKE21 构建鄱阳湖水动力模型的方式，首次揭示了鄱阳湖洪泛

系统水位－面积关系的水文迟滞现象。Zhang 等
［5］

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了鄱阳湖水位年内变化及其与流

量关系迟滞效应的三阶段变化特征。这些研究丰富了洪泛型湖泊的水文理论，为解释鄱阳湖水情变化的成

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然而，受湖盆地形数据精度以及模型结构等方面的制约，数值模拟结果往往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洪泛区水体在枯水季节由于较小湖泊边界的界定、水深变化、人为干扰等影响，

使得模型对水体的模拟存在较大的误差。近年来，随着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时相卫星遥感数据在地表

生态、水文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数据，可以精确提取特定时期地表水域

面积
［6，7］

，为研究洪泛型湖泊的淹水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办法。

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洪旱灾害频繁，鄱阳湖区水文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长江与鄱阳湖之间的关

系也随之不断演变
［8］
。另一方面，2000 年来鄱阳湖区采砂活动兴起，2003 年 6 月三峡工程蓄水运行，这意

味着江湖关系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变化与调整过程
［9］
。受此影响，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也发生了相应

变化。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遥感数据融合重构高时空分辨率鄱阳湖淹水数据的方法，进

一步研究鄱阳湖水位－面积关系的非线性特征，总结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的形成机制与空间差异，揭示近

年来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的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为深化通江湖泊洪泛系统水文复杂性的认识、促进湖

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28°24'N～29°46'N，115°49'E～116°46'E)，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淡水

湖泊。该湖泊承纳赣、抚、信、饶、修等流域“五河”来水补给，经调蓄后通过其北端的一条狭窄水道与

长江自然相连(图 1a)。受入湖径流和长江洪水的双重影响，鄱阳湖水位季节性波动显著，年内水位落差最

大可达 10m 以上(图 1b)。通常情况下，每年 4～6月鄱阳湖水位随五河洪水汇入而上涨;自 7月份开始，流

域来水迅速消退，而长江干流正值主汛期(图 1c)，受长江中上游来水的顶托作用，湖泊水位通常在 7月份

达到峰值，并在随后的 8、9月继续维持高位;从 10月开始，鄱阳湖才进入稳定退水期，11月进入枯水期，

至翌年 3 月。水位年内变化的空间分布，总体上为:春季涨水过程表现为自北向南依次升高;春末及夏季水

位超过 15.0m 时，全湖上涨;夏末秋初，全湖退水;秋、冬季水位降至 15.0m 以下时，自南向北依次退水，

湖面再次倾斜。

以松门山为界，鄱阳湖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其中北部湖区地势低洼狭窄，以入江水道为主，南部湖区

平坦宽广，存在广泛的洪泛滩地。特别是，南部湖区河湖交错区的冲积三角洲前缘地带在湖泊低水位期间

广布 77个大小不一的季节性积水洼地－碟形湖(图 1a)，其面积从 1 到 71km
2
不等，总地表水面积为 767km

2
，

平均面积为 10km
2［10］

。碟形湖与鄱阳湖通江水体之间表现为高水位相连，中水位相关，低水位分离的特点
［11］

。

以碟形湖分布的外围为界，大致可将整个鄱阳湖区分为碟形湖区和主湖区两部分(如图 1a 所示)。

2 数据及方法

2.1 研究数据

水文数据为 2000～2018 年鄱阳湖区 5个水文站(从北到南分别为湖口、星子、都昌、棠荫和康山)的实

测逐日水位数据以及同期鄱阳湖“五河”水系 7个主要水文控制站(虬津、万家埠、外洲、李家渡、梅港、

虎山及渡峰坑)的逐日流量数据。此外，汉口站代表长江中上游来水量，其日流量数据时间段为 2000～2012



年，年流量数据时间段为 2000～2018 年。以上数据分别来自江西水文局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并由其

进行数据质量控制。图 1a 中显示了主要水文站点的位置。本文中鄱阳湖流域总来水量为“五河”七站实测

流量之和通过简单的面积放大法计算而来。

遥感影像数据包括 2000～2018 间的 Landsat(包括 TM、ETM+、OLI)系列卫星多光谱遥感影像

(http://glovisusgs.gov)，以及 NASA Terra 平台上 MODIS 地表反射率数据集(MOD09A1) (http:// reverb.

echo.nasa.gov(表 1)。其中，Landsat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0m，时间分辨率为 16d，每年共 23 景影像。由

于云覆盖的影响，大大降低了 Landsat 数据的可用性，在研究时段内，直接获得可用 Landsat 影像数据 275

幅。MOD09A1 数据集则是 MODIS 数据的 500m 地表反射率每 8 天的合成产品，一年共 46 景影像，研究时段

内，共获得 MODIS 影像数据 847 幅。所有获取的 Landsat 和 MODIS 数据质量较好，所有影像数据在使用前，

均在 ENVI 平台上进行标准化的预处理，包括投影变换、辐射定标、大气校正、以及 Landsat7ETMSLC-OFF

数据产品的条带处理等。

表 1研究所有遥感影像数据

数据类型 传感器类型 时空分辨率 行号/列号 获取影像数

Landsat TM 16d，30m 121/40 88

Landsat ETM+ 16d，30m 121/40 141

Landsat OLI 16d#30m 121P40 46

MOD09A1 TERRA 8d，500m 121P40 847

2.2 研究方法

2.2.1 水体提取方法

研究中将采用单一的水体指数法提取湖泊水域面积。水体指数法是将水体反射强的波段和反射弱的波

段通过比值运算构建的指数，并结合一定的阈值来提取水体信息。NDWI(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是最常用的水体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IR 和 Green 分别表示遥感影像中近红外波和绿波段的反射率值。

2.2.2ESTARFM 融合模型

凯楠
［12］

通过 BI(先融合再计算指数)和 IB(先计算指数再融合)两种融合方案用 MODIS 数据来预测该日

的 Landsat 数据，并利用预测日真实的 Landsat 数据作为参考数据，用于评价融合数据的精度。结果表明，

IB 融合的结果相比于 BI 削弱了由于云干扰导致的图斑现象，并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真实地物的细小纹理特

征。基于此，本文采用 IB 方案进行图像的融合计算，即参与融合的输入数据是已经通过波段计算的 NDWI

数据。

采用 ESTARFM(Enhanced Spatial and Temporal Adaptive Reflectance Fusion Model)时空数据融合

模型，获取高时间、高空间分辨率的融合数据。ESTARFM 模型是通过模拟日期前后至少 2 期的 Landsat(La，



Lb)和 MODIS(Ma，Mb)影像以及模拟日期当日的一景 MODIS(Mp)影像来融合重构当日的 Landsat(Lp)影像，

模型原理见 Zhu
［13］，

融合流程如图 2所示。基于 ESTARFM，利用已有的 Landsat 系列 NDWI 与 MODIS 系列 NDWI

进行融合，得出高空间分辨率(30m)NDWI 数据。最终，利用融合后的 NDWI 对 Landsat 系列 NDWI 进行插补，

构建自 2000 以来完整、连续的高时空分辨率(8d，30m)NDWI 数据集。

本文利用 ESTRAFM 模型重构了 2000～2018 年间缺失的遥感影像数据 599 景，并对融合后的影像数据与

真实的Landsat影像数据进行了精度验证:利用影像相减法将真实的Landsat和ESTRAFM融合的影像的水体

指数 NDWI 进行相减，得出融合前后数据之间的误差。结果表明，融合后的影像数据与真实的 Landsat 数据

在计算水体 NDWI 上的准确度为 92.7%，精度较高。

2.2.3 迟滞度计算

湖泊水位－面积迟滞现象的程度，即迟滞度，通过计算水体的水位－面积绳套关系曲线的面积并以无

量纲形式进行量化
［14］

。首先，对水位－面积绳套关系曲线的两个变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15］

，然后，计算归一

化后绳套关系曲线的面积。具体公式如下:



(2)(3)(4)三式中:H为湖泊水位(m);A 表示湖泊淹没面积(km
2
);下标 min 和 max 分别代表 H和 A时间序

列的最小值和最大值;h为湖泊水位的归一化变量;a是湖泊淹没面积的归一化变量;η是迟滞度;下标 u和 d

分别表示绳套曲线的上升段和下降段。迟滞度η越大，表明绳套曲线的环路越大，湖泊淹没面积的动态变

化越大;相反，η越小，绳套曲线的环路越小，湖泊淹没面积的动态变化越小;η等于 0，表示湖泊水位－

面积呈现出一种高度稳定的线性关系。

3 结果分析

3.1 基本特征及空间差异

研究表明，鄱阳湖所有 5个站点的水位－面积关系均存在明显的迟滞现象。如图 3 所示，位于北部湖

区的湖口和星子站以及中部的都昌站，其水位－面积关系呈现明显的顺时针迟滞现象(即，在给定水位条件

下，湖泊淹没面积在水位上升阶段大于水位下降阶段);位于南部湖区的棠荫和康山站，呈现出逆时针迟滞

现象(即，在给定水位条件下，湖泊淹没面积在水位上升阶段小于水位下降阶段)。此外，图 3进一步显示，

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曲线并不平滑，存在局部的交叉现象，但是该关系在 14m 以下的湖口和星子站

水位，以及 13～16m 之间的棠荫和康山站表现最为突出。基于迟滞度的计算可知(表 2)，鄱阳湖水位－面

积迟滞现象在湖泊中部的都昌站表现最弱，往南和往北均不断增强。其中，位于湖泊最南边的康山站水位

－面积关系的迟滞度最大，其次是湖口站、星子站和棠荫站。

表 2不同水文站水位-面积迟滞现象的迟滞度及&滞方向

站点 迟滞度 方向

湖口 0.0748 顺时针

星子 0.0506 顺时针

都昌 0.0116 顺时针

棠荫 0.0424 逆时针

康山 0.1042 逆时针

3.2 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3.2.1 逆时针迟滞形成机制

鄱阳湖湖盆地形自南向北倾斜，南部湖区地势较高，地形开阔，洪泛湿地广泛发育。通常情况下，鄱

阳湖在枯水季节表现出典型的河相特征，特别是在水位最低的冬季，流域“五河”来水在南部湖区内分别

沿着特定的河床向下游推进。在春季湖泊水位上升阶段，由于流域来水的不断增加，大量入湖径流沿湖内



“五河”河床形成一条主流带，因水位快速上涨导致向两侧滩地漫流，形成典型的洪泛现象;与此相反，在

湖泊退水阶段，洪泛滩地水位要高于“五河”出流水道水位并向湖泊下游排水(图 4a)。因此，相对于水位

上升期，给定水位条件下，退水期的湖水淹没范围更大，从而形成了南部湖区以棠荫和康山站为代表的典

型的逆时针水位－面积迟滞关系。这一过程与河漫滩系统的洪水淹没过程类似
［16］

，其迟滞度大小主要受上

游来水量多少及其变化影响。

3.2.2 顺时针迟滞形成机制

然而，在鄱阳湖湖泊－洪泛湿地系统中，存在显著的回水效应，即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水位上涨阶段)，

湖泊洪泛区在主湖区之前接受流域来水，然后再排放到下游主湖区
［4］
。在这种情况下，湖泊涨水期间，根

据水流方向，位于下游的主湖区水位要低于周边洪泛区的水位(图 4b)。与此同时，由于接受了洪泛区的排

水，下游主湖区出现了更高的水位上升率(图 1b可以看出)。在退水期间，由于流域来水的大幅减少，洪泛

区大量排水，滩地出露(图 4b)。随后，由于洪泛区排水量的减少，湖泊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水位逐渐下降，

淹水面积也逐渐萎缩。因此，在给定水位条件下，由于洪泛湿地排水和湖泊水位下降之间的时间差，导致

了位于湖泊下游主湖区的水文站(湖口、星子、都昌)在同水位条件下退水期间湖泊淹没面积小于涨水期间

的淹没面积，呈现出顺时针水位－面积迟滞现象。这种顺时针迟滞现象，可归结为典型的湖泊－洪泛区系

统水文特征
［4］
。

3.2.3 影响因素

流域来水和长江径流峰值之间的时间滞后导致的流域来水和长江径流对鄱阳湖水体相对作用的差异在

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通常情况下，长江中上游来水峰值一般比流域来水峰

值滞后 1～2 个月(如图 1c 中灰色阴影区域)。在此过程中，流域来水迅速减少，而长江来水稳步上升。一

旦长江洪峰过境，流域来水的减少速度更加缓慢。在流域来水峰值到来之前，由于长江水位相对较低，顶

托作用较小，此时湖泊接受大量流域来水引起水位和蓄水量迅速上升。在流域来水达到峰值后，长江作用

逐渐增强，其对鄱阳湖出流的顶托作用对湖泊下游水位和面积产生了明显的控制作用
［17，18］

。受此影响，鄱

阳湖淹水面积表现出在涨水期从北向南(即从下游到上游)扩张，而在退水期从南向北萎缩的过程
［7］
。图 1b

中显示 10月份期间，鄱阳湖上游棠荫和康山站点的水位大幅回落期间，下游的都昌、星子和湖口站的水位

仍然保持基本一致，湖泊维持相对水平的水面。因此，相对于水位上升期，流域来水和长江流量之间的时

滞导致湖泊下游站点水位在下降期间的淹没面积相对湖水上升间期要小的多。



鄱阳湖湖盆形状对水位－面积关系间的迟滞现象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鄱阳湖上游区域比下游区域更

宽，东西跨度更大，上游区域主要决定湖面面积的变化趋势。由于大部分洪泛区域在湖泊下游部分之前接

收流域来水，造成了上游洪泛区遭受流域来水填充和湖泊中下游水位上升之间的时间滞后。因此，棠荫、

康山等湖泊上游站点的水位－面积关系将根据洪泛湿地区的淹没面积和流域来水的增加做出响应，而湖泊

中下游站点的水位－面积关系主要受回水效应以及流域来水通过系统和鄱阳湖填充相关的延迟影响表现出

明显的迟滞
［4］

。在此过程中，湖区下垫面特别是洪泛区内的植被对水流阻力的影响也起到一定作用
［4］
。这

就造成了下游湖泊站(如湖口站)比上游湖泊站(如康山站)具有更大的水位－面积迟滞度。

3.3 碟形湖区淹水面积及其影响

本文计算表明，主湖区与碟形湖区水体淹没面积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1232 和 392km
2
，碟形湖区的淹没面

积占整个鄱阳湖区总淹没面积的 24%。两者在年内具有相似的波动变化规律(图 5)，其中主湖区水域面积随

鄱阳湖水位上升和下降呈现出较大波动，而碟形湖区水域面积波动相对较小。此外，图 5中存在两处细节(图

中灰色区域):3 月底的时候，当主湖区水域面积呈增加趋势的时候，碟形湖区的水域面积有一个减小的过

程;10 月份鄱阳湖退水过程中，碟形湖区水域面积快速降低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保持稳定缓慢下降，而主湖

区自 10 月份开始的水域面积快速下降过程要一直延续到 11 月份。碟形湖水域面积的这种变化特征与其自

然动态和人为干扰有很大关系。通常情况下，在鄱阳湖退水期，随着洪泛区的排水，湿地洲滩逐渐出露，

大量零星分布的碟形湖泊开始形成。这些碟形湖泊大部分自然滞留水体，另有相当一部分被当地的渔民筑

堤拦水养殖并能较长时间的维持水面。在此过程中，位于碟形湖区下游的主湖区因水位下降导致水域面积

持续减小。在鄱阳湖涨水期，大量碟形湖在涨水前(4 月份)就被渔民放水捕鱼，导致这段时间内碟形湖区

水域面积异常减小
［19］

。

碟形湖的广泛存在对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图 6结果显示，相对于整个湖区的水

位－面积迟滞关系绳套曲线，不考虑碟形湖淹没面积的情况下，主湖区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绳套曲线均

向右下方偏移。对于下游站(湖口、星子、都昌)来说，绳套曲线闭环面积变大，迟滞程度增大，而基于上

游站(棠荫、康山)的绳套曲线闭环面积变小，迟滞程度减小。表 3 的统计结果定量表明了碟形湖对鄱阳湖

水位－面积迟滞现象的影响结果。根据前面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现象的形成机制可知，对上游站点而言，

广泛分布于洪泛湿地内的众多碟形湖，在退水期间滞留部分水体，增大了给定水位条件下湖水淹没范围，

从而增大了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对于下游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碟形湖本身蓄水量向下游湖体

排放的回水效应具有重要影响。Zhang 等
［4］

的研究表明，鄱阳湖洪泛区蓄水量从 2月开始不断增加，至 6

月初的时候甚至超过了湖泊永久淹没区的蓄水量，在 6～8月，该湖的大部分蓄水量位于洪泛区域，最高可

达总蓄水量的 57%。尽管本研究中的碟形湖区的面积和蓄水量相对于整个湖泊洪泛区要小，但是碟形湖的

存在增大了退水期间洪泛区的排水量，导致给定水位条件下相对较大的湖泊淹没面积，从而减小水位－面

积关系迟滞度。



表 3主湖区和整个湖区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对比

湖口 星子 都昌 棠荫 康山

主湖区 0.1247 0.0989 0.0563 0.0017 0.0653

整个湖区 0.0748 0.0506 0.0116 0.0424 0.1042

变化 减小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3.4 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

近几十年来，由于区域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作用以及长江上游大型水利工程等因素的影响，江湖关系

出现了重大调整，引起鄱阳湖区不同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图 7 显示了长江三峡

工程多阶段实验性蓄水前后 3 个不同时期内鄱阳湖主要水文站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变化。由图可知，

2000～2003 年，星子站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最小，沿湖区往南都昌、棠荫和康山站迟滞度依次增大且为

逆时针迟滞关系，而其北部的湖口站的迟滞度要大于星子和都昌站。2004～2009 年，湖口、星子和都昌站

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明显增大，且都昌站迟滞关系已转变为顺时针方向。与此相反，棠荫、康山站迟滞

度略有减小，此段时间内棠荫站的迟滞度是所有站点中最小的。进入 2010～2018 年，各站点水位－面积关

系迟滞度又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湖口、星子和都昌站迟滞度相对于前个时段明显减小，而棠荫和康山站

的迟滞度则明显增大，5个站点中都昌站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最小。

鄱阳湖区不同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演变过程主要受湖泊本身泄流能力和流域来水变化的影响。

2003 年以前，三峡工程尚未建成运行，长江干流与湖泊之间整体处于一种自然的水力联系状态。另一方面，

此时湖内的采砂活动刚刚兴起，鄱阳湖水位和淹水面积变化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由于 2000～2003 年

鄱阳湖湖盆存在明显的地形梯度，长江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沿湖盆从北向南不断减小，流域来水的作用则



不断增大。星子站此时迟滞度最小，表明长江和流域来水的相对作用在此处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湖水

淹没面积与水位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都昌站此时与其南部的棠荫和康山站类似，其水位－面积关系更多

受流域来水作用的影响表现出洪泛湿地的特性(漫滩效应)。

2004～2009 年，长江中上游汉口站的来水量由 2000～2003 年 23000 减小到 20600m3/s 左右(图 8)，导

致长江对鄱阳湖顶托作用的相对减小。其次，随着 2003～2009 年三峡工程的建成以及多阶段蓄水运行，长

江中下游河道侵蚀下切严重，从整体上减小了长江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
［20］

。与以上两种原因相比，2004～

2009 年大规模采砂活动对鄱阳湖湖盆变化的影响，是加剧鄱阳湖泄流能力的关键因素。自 2000 年长江主

河道全面禁止采砂后，大量采砂船涌入位于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和赣江
［21］

。在持续采砂和水流冲刷等因素

的影响下，鄱阳湖入江水道下切侵蚀严重，北部湖区的湖口－星子－都昌之间的湖盆地形梯度差异不断减

小，南部湖区的都昌－棠荫－康山一线则相对增大
［22～24］

。受此影响，鄱阳湖的泄流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

枯季湖水流速增加，主湖区水体外泄加速
［25］

。

鄱阳湖泄流能力(特别是退水期间)的显著增强，将引起流域来水通过鄱阳湖洪泛区和填充湖泊时间的

缩短，湖泊下游站点(北部主湖区)水位受洪泛区回水效应的影响减弱，从而导致湖泊在水位下降期间的淹

没面积相对湖水上升间期明显减小，迟滞度增大。由于湖口－星子－都昌之间的湖盆地形梯度差异减小乃

至基本消失，都昌站受长江来水的顶托作用相对增强，其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开始转变为顺时针方向，与

湖口和星子站的迟滞关系方向一致。这即是 2004～2009 年，湖口、星子和都昌站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明

显增大、以及都昌站迟滞关系方向转变的主要原因。对于湖泊上游的棠荫和康山等站点，因其迟滞现象主

要受漫滩效应的影响，其迟滞度大小更多受流域来水的多少及其变化影响。图 8 所示，2004～2009 年流域

来水量相对 2000～2003 年有所减少，是引起该区域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下降的主要原因。2010～2018

年，长江汉口站来水量平均值为 21970m
3
/s，相对 2004～2009 年增加不少，导致长江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

增强，引起湖口、星子和都昌站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的下降。同样，流域来水量在 2010～2018 年明显增

大，必将引起棠荫和康山站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的大幅增加。

4 结论

本文利用 ESTRAFM 模型从多时相的遥感数据构建了高时空分辨率(8d，30m)的鄱阳湖区淹水面积数据，

并结合实测水位数据，研究分析了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的非线性特征、空间差异、形成机制以及演

变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1)鄱阳湖区 5个水文站的水位－面积关系均存在明显的迟滞现象。其中位于湖泊北部和中部的湖口、

星子和都昌站表现为顺时针迟滞现象，湖泊南部的棠荫和康山站表现为逆时针迟滞现象。都昌站水位－面

积关系迟滞度最小，以此往南和往北各站点迟滞度均呈增大趋势。

(2)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中同时存在逆时针和顺时针两种迟滞形式，其形成机制主要归因于湖泊

上下游表现的河、湖相洪泛特征以及汇、排水过程的差异。流域来水和长江径流峰值之间的时间滞后导致

的流域来水和长江径流对鄱阳湖水体相对作用的差异在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而鄱阳湖湖盆形状对此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3)鄱阳湖洪泛湿地区广泛存在的碟形湖对鄱阳湖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对上游站点而言，

碟形湖在退水期间滞留部分水体，增大了给定水位条件下湖水淹没范围，从而增大了水位－面积关系迟滞

度。对于下游站点而言，碟形湖的存在增大了退水期间洪泛区的排水量，导致给定水位条件下相对较大的

湖泊淹没面积，从而减小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



(4)鄱阳湖区不同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特点。2000～2003、2004～2009 和

2010～2018 年，以湖口、星子和都昌站为代表的北部湖区的水位－面积关系迟滞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

过程，而棠荫和康山站为代表的南部湖区则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不同站点的水位－面积迟滞关系

的演变过程主要受区域气候变化、湖区采砂活动以及三峡工程建成运行等造成的湖泊本身泄流能力和流域

来水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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